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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文明观念史看中国式现代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文明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世界就由多样性文明构成，世界历史即是各个文明共

同演进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尊重世

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同时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以此“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①因此，从全球文明史和

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理解文明多样性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

义。本文尝试从全球文明观念史视角思考现代化问题：一方面，通过回顾世界古代

不同文明中心孕育出的文明观，将西方与中国在各自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不同文明观

及现代性观念置于比较视野考察；另一方面，将中国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能动者，

阐明文明观在中国的发展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理解当代中国的文明观和中国式现

代化的世界性意义。

一、古代世界的文明观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从采集与狩猎社会走向农耕社会。随着生产技术进步

和物质条件改善，精神财富不断积累，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和

国家组织，早期人类文明中心随之出现。在早期文明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在公元前

8—前 3 世纪左右的中国、印度和“西方”（古希腊和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人

类精神觉醒”。②各文明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19ZDA237）阶

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63、7 页。

 ②  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将公元前 800—前 200 年在中国、印度、

希腊和巴勒斯坦同时出现精神文化“突破”的历史时期，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取得“突破”的轴心文明奠定了后来中国、印度和西方文明的基础。刘家和将这一时期

异地大体同时发生的文化飞跃或突破现象称为“人类精神觉醒”。参见刘家和：《论古代

的人类精神觉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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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差异，在宗教、哲学、伦理、政治秩序等精神文化领域实现“突破”的同时，

发展出不同特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文明观念，为理解当代文明及现代性问题

提供了重要基础。

当代世界对“文明”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在近代欧洲的全球扩张过程

中，欧洲文明观向外传播与各地类似观念翻译会通的结果，因此普遍具有西方

“civilisation”概念的内涵。但是，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非欧洲社会中实际

上不存在与“civilisation”完全同义的本地概念，因此当欧洲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

相遇时，只能用一个近义词与之对接，而本土近义词所具有的区别于“civilisation”

的方面，正是非欧洲社会中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精神文化特质的反映。例如，作为

“civilisation”的近义词，中国的“文明”和印度的“达摩”（dharma）两个概念便

是如此，它们既体现了中国和印度不同的传统文明观念，又表明它们不能简单地等

同于西方的“civilisation”。

中文“文明”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便有使用，从中可以窥见中华传统文明观的基

本内涵。例如，《易经》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即“天下”因出现文德辉

耀之人而变得光明；“文明以健，中正而应”，①表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武”、

“邪”而与中正之道相应的美德。②可见先秦“文明”概念中，反映良好道德修养

的“文德辉耀”及秉持“中正之道”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涵。此外，先秦文献中

的“文明”概念也包含“文治教化”和“天人相应”的观念。例如《易经》说道：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孔颖达解释为：“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

而‘化成天下’也。”③此处“文明”即“文德之教”，“文明以止”即以文德止物教

人，以《诗》《书》《礼》《乐》之“人文”教化天下。而且，这里的“文明”以其

核心内涵“人文”而与“天文”相对应，形成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体现了人类社

会与自然世界和谐统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庄子·齐物论》中表述

得更为明确：“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④

此外，其他先秦文献对文明观有多重表述。例如，《尚书·大禹谟》中的“德

惟善政，政在养民”和《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

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礼记·礼运》中描述“天下为

 ①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王弼注，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9 年，第 20、73 页。

 ②  王弼对此解释为，“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

也”（《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第 73 页）。

 ③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第 105 页。

 ④  王先谦撰：《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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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都反映了先秦“文明”观中的德政与

民本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再如，《论语·学而》中的“礼之

用，和为贵”，《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尚书·尧典》中的“协和万

邦”，《礼记·中庸》中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不仅反映了先秦思想中崇

尚和谐的理念，而且蕴含尊重文明多样性及主张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文明观。

先秦时期的文明观在中国历代得到传承。北宋张载说：“庸言庸行，盖天下经

德达道，大人之德施于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著矣。”①清代章学诚说：

“ 《书》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说者谓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惧人

有匿志，于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量焉。”②这些“文明”的用

法，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观中强调文德教化、和同于人、天人和谐的思想。

印度思想家泰戈尔说：“我们自己语言中的梵语词‘达摩’（dharma）与‘文

明’（civilization）一词的词义最为相近。”③“达摩”源于婆罗门教早期的吠陀本集，

到大约公元前 800—前 400 年的吠陀时代晚期，“达摩”一词用以表示一种高于国王

的宇宙力量，④成为婆罗门教规范人们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观念和法则，并为后

来兴起的佛教、耆那教、印度教、锡克教所沿用，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来界定印度

“文明”的核心概念，蕴含着古代印度文明观。

在古代印度种姓制度背景下，“达摩”具有维护等级社会的作用，因为它强

调每个种姓都必须按照“达摩”的要求行动，尤其是遵守种姓义务和规定。阿

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巩固统治，消除教派冲突，在庞大帝国内部各种不同群体

之间建立起一套秩序，将佛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和其他宗教及非宗教的道德伦

理因素加以糅合，提出了新的“达摩”说。其主要内容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

上、宽厚容忍、自制自洁、尊重其他宗教、善待奴隶和仆人等。⑤这些主张在

很大程度上超越印度各种宗教，意在阐明君臣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体系，

集中反映了印度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点。

古希腊文中未出现近似于“civilisation”的概念。不过，美国历史学家布鲁

斯·马兹利什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就‘野蛮的’和‘文明的’二词的形成而

言，希腊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荷马时代起，希腊人就将附近的卡里

亚人（Carian）称为“蛮族”，只是因为他们说着希腊人听不懂的像“bar-bar”声

 ①  《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年，第 73 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 4，罗炳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561 页。

 ③  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 20 卷，李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第 62—63 页。

 ④  Patrick Olivelle, ed., Dharma: Studies in Its Semant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04, p. 81.

 ⑤  林承节：《印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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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语言。而且，“希腊人关于我们与他们、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在公元前 480 年至

前 479 年的希波战争中，随着希腊人的胜利而固定下来”。①因此，从词源角度

来说，西方历史中的“蛮族”（barbarian）早于“文明”概念而出现。希腊语中虽

然没有“文明”一词，但作为与“野蛮”相对应的观念却已然产生，并且成为后

世西方文明观中的重要内涵，“野蛮”作为一个孪生概念始终与“文明”相伴随。

当然，在巴勒斯坦地区产生的犹太教，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基督教，也是现

代西方文明观念中强调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想来源之一。公元前 6 世纪犹太人

中出现的“先知”，宣称上帝将派“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犹太教信仰由此得到强

化。当巴比伦的犹太人被释放回到巴勒斯坦后，建立起政教合一政权，更加坚定了

他们对上帝的信奉。其结果是，“二分法和二元论的倾向在犹太历史和犹太教义中非

常强烈。它当然会影响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范式——一边是犹太人，另一边是异教徒

（Gentiles）。……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在其现代表现形式中，部分是作为犹太人的

‘我们’和作为异教徒的‘他们’之间的二分法而诞生的”。②因此，基于犹太历史

及其一神教信仰而带来的自我与他者二元思维，一直持续到现代。不仅如此，由于

基督教与犹太教具有渊源关系，二元论通过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体现出来。因为，

“在一神教中，有一种倾向是将人类分为信徒和非信徒、有德行的人和有罪的人、善

和恶、‘我们’和‘他们’。……正是因为一个人要么支持上帝，要么反对上帝，界

线由此被明确划分”。③二元论对现代西方文明观的影响，从马文·佩里强调西方

文明的犹太传统中可见一斑：“一神教开创了一个自我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过程，这是

近东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在犹太人所经历的长期的、屡遭苦难的历史性漂泊中，

先知的理想帮助支撑了犹太人。今天，这些理想依然是犹太人赖以生存的力量。这

些理想被收入耶稣的教义，作为基督教的一部分，植根于西方传统的土壤中。”④

由上可见，在古代世界中，不同文明中心的思想家都有各自心目中的道德规范

和社会秩序，并且通过相关概念反映出来。这些概念及观念，反映了不同思想家在

自身社会取得一定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之时，不约而同地提出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

共性思考，其间差异则体现了不同文明的精神特质与文化个性，是理解当代世界全

球化进程中文明多样性和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文化基础。

 ①  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10 页。

 ②  Ali A. Mazrui, “The Moving Cultural Frontier of World Order: From Monotheism to North-
South Relations,” in R. B. J. Walker, ed., Culture, Ideology,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27-28.

 ③  Ali A. Mazrui, “The Moving Cultural Frontier of World Order: From Monotheism to North-
South Relations,” pp. 24-25.

 ④  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胡万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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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的文明观与现代性观念

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现代西方史家往往描绘出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的连

续性发展系谱，然而，这个文明系谱与发展图式只是为了强化西方认同的历史建构，

实则与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例如，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到中世纪欧洲的

基督教文化，实际上存在着历史文化的断裂。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

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

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

文明的城市。”①欧洲中世纪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代”，不仅仅指其经济文化不发

达，也意味着它没有继承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因此，西方文明系谱中的古典文化

传统，其实是借文艺复兴重新建构起来的。这种历史的断裂通过西方的“现代”概

念体现出来。

“现代”概念最初以形容词形式出现于欧洲，源于 5 世纪末出现的拉丁语

“modernus”。当时，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人用该词表示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基督教“现

代”社会，以区别于罗马时代的古典社会。此后，当欧洲人要表达进入一种新的社

会状况时，就用它区别过去，强调不同于过去的新时期。随着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

家的兴起和各民族国家语言的使用，各语种的“现代”概念在拉丁语基础上发展起

来。例如，16 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使用“现代的”（moderne）来描述他所生活的

时代。②文艺复兴之后，以“古代”和“现代”来划分历史时期，逐渐成为欧洲历

史学家的通用方法。然而，“现代”概念由形容词演变成名词——“现代性”（法语

modernité，英语 modernity），则是到 19 世纪中叶才完成。一般认为，“现代性”一

词首次出现于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 1841 年完成的《墓畔回忆录》中。③当然，他

使用的 modernité 并不完全等同于后来的“现代性”，但在使用语境上仍体现了过去

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后来，“现代性”一词经法国作家夏尔·波德莱尔使用而

广为人知。这一概念之所以首先出现于 19 世纪中叶的法国，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法

国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反映。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商业

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使人们感受到社会快速变化给生活带

来的某些不确定性，文学艺术家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于是创造“现代性”概念来

表达新的社会特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82 页。

 ②  Michel de Montaigne, Les Essais de Michel, seigneur de Montaigne, Paris: Charles Angot, 
1657, p. 608.

 ③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Tome Ⅵ, Paris: Garnier Freères, Libraires-Éditeurs, 
1900,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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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形成，与欧洲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它从一个用于

表达新旧时代变化的形容词，最终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演变成一

个用以概括新社会特征的名词。此后欧洲社会学家在描述欧洲社会变迁时，自觉或

不自觉地运用这一概念，将他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与之前的社会对立起来，以

体现出欧洲社会的“现代性”。而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欧洲思想家在阐述西方“现

代性”时，总会将非西方世界描述为停滞、愚昧、落后和没有活力的地方，以此作

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对立面，以表明具有“现代性”的西方社会与东方传统社会是两

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而西方所拥有的“现代性”便是非西方追求的目标。“现代性”

阐述不仅为西方文明优越论提供合理性，也为其他地区的“现代化”便是“西方化”

的命题提供合法性。

另一方面，西方的文明—野蛮对立观念，由基督教继承下来，并且到 19 世

纪发展成为明确的“文明—野蛮”话语，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成为理

解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线索。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中世纪晚

期至近代早期，在欧洲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以宫廷礼仪为代表的行为规范

从上层贵族扩展到市民及下层民众，进而扩散到殖民地社会，形容词“文明的”

（法语 civilisé，英语 civilized）逐渐广泛用于描述个人和群体行为。在此过程中，

欧洲人的行为从社会强制转变为自我强制，是行为“理性化”的过程，欧洲人作

为“文明旗手”，推动了世界的“文明化”，因此埃利亚斯称“这样的文明便是

西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赋予其优越性的标志”。①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的优

越感随其大规模海外扩张而更为强烈，需要用一个概念来表达社会所取得的“成

就”，于是名词“civilisation”诞生了。这一单词首先出现于 1756 年法国思想家

维克多·雷克蒂·米拉波的《人类之友，或人口论》，他把“文明”与“财富”、

“自由”并用，同时与“野蛮”、“堕落”、“压制”相对应。②

“civilisation”最初只有单数形式，是一个与“野蛮”相对应的具有价值取向的

概念。因为此时“欧洲人眼中海外殖民世界中的‘他者’，都是‘野蛮落后’的民

族，以此来反观自身，欧洲文明便成了世界上最优越的文明”。③“civilisation”一

词的创制便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同样基于这种心态，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弗朗

索瓦·基佐基于欧洲经验，将“文明”界定为社会发展与个人进步两个要素：“在

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伟大事实中，似乎包含着两个要素……社会的进步，个体的

进步；社会制度的改善，人类智力和能力的扩展。”在基佐看来，正是欧洲的“自

 ①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 2 卷，袁志

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77 页。

 ②  参见 Victor Riqueti Mirabeau, L’Ami des hommes, ou Traité de la population, Seconde Partie, 
Avignon, 1758, p. 246; Troisiéme Partie, p. 125.

 ③  刘文明：《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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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赋予欧洲文明以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推动欧洲社会不断发展。①从基佐

的文明观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欧洲优越论”色彩。

19 世纪，西方“文明”概念随着欧洲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西方所主导的“文

明—野蛮”话语在国际政治中产生广泛影响。西方国际法学家以其“文明”标准来

衡量各个国家的行为，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半文明”和“野蛮”三类不同国家

或民族，中国被列入“半文明”国家，只有欧洲国家和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才是

“文明国家”，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享有国际法的权利。②因此，19
世纪西方的文明观，是以西方优越论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

由上可见，西方“现代”观念中的“传统—现代”二分法，以及“文明”观

念中的“文明—野蛮”二分法，将西方国家置于“文明、发展、进步”的引领者位

置，将西方文明及其现代性作为世界发展方向，体现出以“西方化”为取向的一元

现代性观念，给 20 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打上浓厚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美国历史

学家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中，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就意

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因此“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③按照这

一逻辑，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要以西方的现代性来解构其传统社会。荷兰

学者彼得·范德维尔在 1998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不能用“现代性”的多样性认

识取代“现代性”的单一性观念，建议最好表述为单一的现代性和历史的多样性，

以便保持欧洲现代性的独特性及其力量。④

因此，从西方文明进程中的文明观及现代性观念可以看出，当代西方的现代化理

论，表面上是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国家提供发展的理论工具，实际上带有强烈

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它从传统与现代、先进（文明）与落后（野蛮）二元论出发，

强调线性进步观，认为只有西方的现代性是原生的并具有“普世性”。在这套话语体

系中，非西方国家要发展，就必须采用西方模式。然而，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实际上

是一条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内剥削压迫和对外殖民掠夺的道路。西方现代化一味

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一切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以

人民为中心，使西方现代化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

霸道强权等弊端。

 ①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Genera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96, pp. 14, 33.

 ②  参见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刘文明：《19 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世界

历史》2014 年第 1 期。

 ③  C. 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38页。

 ④  Peter Van Der Veer, “The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it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41, No. 3, 1998, pp. 28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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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文明观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具有自身特点，最为明显的是保持了历史连续性。先秦

诸家思想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既不像印度出现过外来宗教思想一度占统治地位

并和本地文化并存的局面，也不像西方文明出现过古典到中世纪之间的文化断裂。

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文明观，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构成了近代中国文明观的思

想底蕴。

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西方文明观传播到日

本和中国，“civilisation”的内涵被植入中文“文明”之中，于是出现了中国传统

文明观的嬗变。在这一过程中，福泽谕吉和梁启超扮演了重要角色。①从梁启超

对“文明”概念的使用和阐述来看，一方面，他接受了经福泽谕吉改造过的基佐文

明观中的“二要素”论，他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

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

者，只有精神而已。”②另一方面，他也熟知西方的文明等级观：“泰西学者，分世

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③因此，晚清民初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文明”，是一个代表物质与精神进步的概念，但在文

明等级观影响下，以西方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取得的成就为标杆，基本上接受了西方

对中国“半文明”的定位，因此主张向西方学习，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正

是在此文明观影响下，西方被视为“现代化”楷模，而中国则是一个“停滞落后”

的社会。蒋廷黻说道：“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

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

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④蒋廷黻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

的“西化”说并不足取，但他的上述看法，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颇具代表性，反映

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文明观及相应的现代化观念，缺乏对西方文明及其

现代性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有关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和新视野，

由此促发了中国文明观的第二次嬗变。尤其是 1949 年之后，中国在传承既有文明

 ①  参见刘文明：《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述评——以基佐、福

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历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②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张品兴等主编：《梁启超全集》第 1 册，北京：北京出版

社，1999 年，第 267 页。

 ③  梁启超：《文野三界之别》，张品兴等主编：《梁启超全集》第 1 册，第 340 页。

 ④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总论”，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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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观。它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

和批判基础之上，因而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

马克思作为 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亲历者，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深刻

反思。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赤贫及其“巴士底狱”般的工作条件称为“文明

的麻风症的野蛮现象”。①而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对殖民地民众的压榨和剥削，他称

之为“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

生产的民族，如果它们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中，而这个市场又

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

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②因此，马克思将西方文明观中所贬称的“野蛮”反

用于资本主义文明，指出“野蛮”正属于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它给工人阶级和殖民

地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文明暴行”。无论在欧洲内部还是欧洲之外，资本主义文明

都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③

马克思还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生存环

境造成的破坏。马克思说道：“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

等……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

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

活动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正因为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

时也要尊重自然。他指出，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

染……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

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

素”。④他批判欧洲资本家为了眼前利益而对殖民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后来

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⑤马克思有关生

态环境问题的剖析，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观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克服了西方文明观中的二元论，使以无

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非西方世界各民族，不再作为“野蛮”的他者而被排

斥于“文明”之外，而是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切文明成果的共享者。当代中国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基础上，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明观，最终促成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7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31—2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7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72、340—34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771—7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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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文明观的形成。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上指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将“创造自己的文明和

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①由此，他于 1954 年提出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②1957
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

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进一步阐发“四个现代化”的

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

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④他指出，建设物质文明就是“一定要致力于

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建设社会主义的

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

律”。⑤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⑥胡锦涛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

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⑦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新型文

明观作了进一步阐发。2021 年 7 月 1 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

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⑧

正是基于上述新型文明观，中国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

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

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能够在文

明观和发展思想上超越西方，并在自身文明传统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①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44—345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50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07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67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8 页。

 ⑥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74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第 12 页。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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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

由上可见，当代中国的文明观及现代化思想，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传

承先秦以来传统文明观中的思想资源，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并推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形成的。新型文明观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的缺陷，着

眼于全体人民共享文明成果，同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与之相应，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是一条极大丰富世界现代化思想，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的现代化之路，

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

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②

结  语

不同民族在其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同的文明观，古代世界形成的文明观成为现

代世界文明观的基础，而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不同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不同现代化观念，充分表明不同文明及其观念影响下走不同现代化道路的

历史必然性。

就西方世界而言，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和犹太人的一神教，奠定了后来西

方文明观中“文明—野蛮”二分法的基础。其后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断裂和对外

殖民扩张，进一步塑造了其文明观与现代性观念中的二元思维——传统与现代、文

明与野蛮两组对立的范畴，由此催生了 19 世纪的文明等级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

观赋予西方文明以“优越性”和“普世性”，对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所倡导的

“现代化理论”产生影响。他们宣扬一元现代性，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带有

资本主义缺陷的西方模式推销给第三世界国家。

当然，部分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观念有所反思，如艾森斯塔德提出“多元现

代性”观点，为我们从轴心文明理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有益视角。不过，他的思想

主要基于本体论意义上不同文明的比较，以“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非西方国家

的现代化，把非西方国家现代性的形成视为不同文明传统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反应

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中非西方文明的主体性和能

动性，因而无法很好地解释非西方国家现代性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在艾森斯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第 27、
22—23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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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德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西方现代性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回应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性既因自身文化传统而具有特殊性，也因受西方现代性影响而具有共

性，亦即中国的现代性中普遍性的一面来自西方，①从而否定了中国基于自身国情，

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因此，艾森

斯塔德虽然声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元现代性，承认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现代性的独

特性，但他只看到西方原初现代性扩散对各国现代性的影响及由此形成的共性因

素，最终又陷入西方中心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中指出：“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

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②只有从平等、多元、多向的

文明交流互鉴来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才能充分把握当代中国的文

明观和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世界性意义。

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先秦时期产生的憧憬良好社会秩序与生活状态的文

明观，由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得到传承，同时又在近代以后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

界，在与外来文明互动过程中发生嬗变。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

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

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

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牢牢扎根”。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以“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

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

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③因

而，当代中国的文明观不仅具有超越西方文明观的思想条件，而且具有着眼人类前

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因其为人类提供“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而具有世界意义。

（责任编辑：焦 兵 刘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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